壹、前言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於1992年生效，其目的為安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超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濃度，避免人類與大氣系統接觸衍生的風險，以及由於全球氣候變化衍生之天然災害。
本公約締約國大會於1997年通過京都議定書，目的為藉由降低附錄B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達成公約的效果。減量目標為2008年至2012年（承諾期）附錄B國家（大部份為UNFCCC附件1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排放量平均減少5.2%。本議定書之生效必須有55個國家批准，且其中批准之附錄B國家之溫室氣體排放量占附錄B國家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的55％以上。
附錄B國家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佔附錄B國家總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美國36.1%；日本8.5%；歐聯24.2%；俄國17.4%；加拿大3.3%；澳大利亞2.1%；其他國家8.3%。
附錄B國家及其承諾之削減比例分別為：歐盟及東歐各國8%；美國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以及波蘭均為6%；另冰島、澳洲、挪威則各增為10%、8%以及1%。
京都議定書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目前計有184個UNFCCC締約國（及區域組織）批准是項議定書。京都議定書並未要求負責減量義務的國家必須履行強制性的減量措施，僅納入3項彈性機制供該等國家參考，包括聯合執行、清潔發展機制與排放交易，容許他們在其他國家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進行減量。依據京都議定書第3.9條的規定，締約國應至少在第1個承諾期（即2008年至2012年）結束前7年，開始審議後京都時期的減量承諾。UNFCCC爰於第13次締約國大會針對各國如何達成「京都議定書」減量標準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更重要的是將議定書所訂第一承諾期限延後1年至2013 年，並通過「峇里路徑圖」(Bali Roadmap)，並據此制定「峇里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以作為後續協商與執行的依據。依照峇里路徑圖，在所有國家參與的前提下，應在2009 年之前完成2013 年接續京都議定書的新協議。至於新的議定書主要內容，根據峇里行動計畫，將在UNFCCC架構下成立全部締約國參加之工作小組，正式啟動後京都規範的國際協議談判籌備工作。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全球貿易論壇起始於2001年，主要目的為提供OECD會員國與非會員國針對OECD會員國無法單獨解決的全球性議題進行貿易政策的對話，以強化OECD的工作。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以及UNFCCC將於本（2009）年12月假丹麥召開的UNFCCC第15屆締約國大會，OECD於本年6月9日至10日在法國巴黎舉行之全球貿易論壇，主題即訂為貿易與氣候變遷。會議除了開幕式外，共分成7個場次，主題包括：1.貿易與氣候變遷之關聯性；2.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貿易；3.貿易自由化、運輸及氣候變遷；4.統計量化；5.碳洩漏與競爭；6.能源補貼、貿易與氣候變遷；7.未來努力綜合座談。除OECD會員國外，另邀請印度等約20個非OECD會員國參與，以共同探討貿易與氣候變遷的關聯性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貳、會議情形
一、第1場次（貿易與氣候變遷之關聯性）
大會邀請2位講者在第1場次作專題演講，包括法國銀行Caisse des Depots 碳經濟分析研究中心（Climate Mission）執行長Christian de Perthuis以及WTO秘書處官員Doaa Abdel Motaal。
P執行長指出大氣是全球人類共有的財產，而溫室氣體的排放正在耗損本項公共財，有必要採取全球行動抑止排放。在研擬減量對策前應先瞭解溫室氣體的排放源，依「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IPCC）」2007年之分析，排放源主要來自三類，最大宗為能源使用，約佔61％；其次是土地利用（大部份來自沙漠化），約佔18％；第三類為農業（大部份來自種植業及畜牧業），約佔14％。全球各國應儘早無悔政策(no-regret policy)共同減量，否則推遲採取減量行動，將在未來付出更大的成本進行減量。
至如何推動有效的減量政策，P執行長認為提高經濟誘因是值得參考的方式，此表示應計算碳排放的價格。此外，公平性也是必須考量的因素。雖然80％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僅排放20％的溫室氣體，而且在聯合國氣候變遷公約（UNFCCC）亦賦予開發中國家「共同但有差異之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l responsibility）」，但此一原則若被錯誤解釋，則有可能導致授予UNFCCC非附件I國家無限上綱的排放權利，以致不符合公平性，進而降低減量行動的效率。因此，P執行長建議，應要求南方國家也要採行減量政策，並以歐盟在其經濟、工業發展程度各異、有著20種語言的會員國間成功推動排放交易制度（2005年排放交易價值為80億美元、2008年之排放交易價值達到800億美元）為例說明，推動全球溫室氣體（GHG）排放減量政策是可行的，不致因各國發展程度不同而受到阻撓。
WTO秘書處官員M女士則從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碳洩漏與競爭、以及WTO對氣候變遷之貢獻等3方面簡略說明貿易與氣候變遷之關聯性。伊指出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正確的作法，但在探討碳足跡時，應特別注意本項減量策略若過於強調運輸過程之碳排放，則有可能對仰賴農業出口（計算食物哩程，food miles）的低度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之貿易利益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伊認為在探討碳足跡時，不應過於強調運輸過程的碳排放，而是要做完整的生命週期評估（LCA）。伊說明已有數項研究顯示，若僅注重運輸過程所產生的碳足跡或食物哩程，有可能導致扭曲的結果，因為經過長距離輸送的產品（食品）的競爭力不見得低於在進口國製造的產品（食品），蓋因其生產過程採用更高能源效率的製程。在北方國家為了一年四季供應特定農產品，慣常利用溫室方式種植，如此一來，該農產品所製造的碳足跡不見得低於來自南方國家的農產品。
WTO會員國之產業為減少該國GHG減量措施所增加之成本負擔以及維持產品的價格競爭性，有時會選擇到未採取GHG減量措施或未強制實施GHG減量措施之國家投資設廠，以致造成所謂的碳洩漏與競爭的問題。針對WTO規範是否用以處理這個問題，M女士指出WTO規範是提供WTO會員國公平競爭的機會，並不是保障某個國家或企業的競爭能力，如果過度依賴WTO規範，有可能導致在解決產業政策，而不是提出對氣候政策有益的WTO規範。WTO的最大貢獻在於確保非為保護主義、真正在解決環境問題的環境措施。
M女士認為正在進行的WTO杜哈回合談判對GHG減量政策可以提供很大的貢獻，例如環境商品及環境服務業的進一步自由化談判、補貼協定的談判等。
二、第2場次（溫室氣體減量技術與貿易）
本場次計有4位主講者，分別是聯合國環境總署（UNEP）能源部Dean Cooper、美國國際環境商業之Jim Hight、日本通產省多邊貿易司Akihiko Tamura、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事務司劉春勇，評論人為美國環境與天然資源助理貿易代表Mark Linscott。
Dean Cooper先生主講的題目是「改善氣候變遷減量技術（CCMT）之擴散：全球綠色新交易」。渠指出，CCMT涵蓋的部門別包括能源供應、運輸、建築、產業、農業、森林、廢棄物管理等，目前的技術偏重於如何改善能源供應及分配的效率、由傳統煤轉為天然氣、核能、再生能源等，未來則將轉為天然氣之碳捕捉與封存（CCS）、生質能與燃煤電力發電系統、核能與再生能源之改進、聚焦太陽能與太陽能光伏等技術。渠估計，相關投資金額將由目前的1千五百五十億美元增加至2020年的5千億美元，而在現行達2.8兆美元的全球刺激經濟方案金額，平均僅15％與綠色技術有關，其中韓國的比例達80％，居全球第1。依渠之分析，現行綠色刺激方案的特色是：多數屬於國家級的方案，且集中在少數地區，欠缺全球性的財務支持機制，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移轉僅約10-20％之間。對於未來新型的綠色交易，渠建議應發展綠色經濟、加強投資、建立全球性的發展機制、改進國家的財務分配增加對綠色交易的預算等。就此，貿易可提供的貢獻是多面向，包括促進有關CCMT的貿易自由化、IPR、補貼、制定碳價格的一致化機制、以及採行可促進外人投資之貿易措施（加強IPR保護、執行環境保護標準與標章、採行降低污染排放之稅賦措施、強而有力的環境政策）。
第2位講者Jim Hight的題目為「貿易對CCMT之影響：在開發中國家推動CCMT之障礙與機會」，並以風力技術作個案說明。風力發電是計畫導向，如無設立風力發電場之計畫，即不存在銷售相關物品之可能。目前全球具有風力發電之國家大部份為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較少。設立風力電廠各個步驟可能涉及之非關稅障礙包括人員入境之短期簽證、繁瑣的檢查及關務程序、進口收費或其他稅賦之邊境調整、不透過或恣意的政府採購程序、文件許可文件之非官方收費、投資限制、匯兌限制、輸入許可、配額或禁止進口等。H氏認為應協助開發中國家建立支持風力發電及其他再生能源技術之經濟、政策與市場條件，以及持續相關發展策略之研究，包括政策工具、已開發國家與多邊機構可著力之處、關稅及非關稅障礙、低平均風速風力發電廠址之技術革新與開發之政策與誘因等。
第3位講者日本通產省多邊貿易司Akihiko Tamura題目為「降低親環境商品及服務之進口關稅」。T氏以世界銀行2008年之分析說明貿易對氣候變遷的貢獻，該分析指出關稅及非關稅障礙之消除對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以及照明技術效率有關環境商品之貿易量，可分別提高22.6％、13.5％以及63.6％。T氏簡單說明WTO杜哈回合談判有關環境商品進一步自由化談判之進展，以及日本最近提出一份計有109項（6位碼）的環境商品清單，大部份是能源效率產品，以彌補之前日本提交之環境商品清單未涵蓋此類產品之缺陷。此等產品包括節能或親環境之冷氣、冰箱、燈泡以及汽車等。
日本認為能源效率產品對於GHG排放減量具相當助益，而且在國際生產分割（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的過程可能涵蓋相當的開發中國家，因此該等產品的進一步自由化對該等國家亦具有經貿利益。不過在自由化前，可能要先克服部份技術障礙，包括如何與其他同類產品區隔以降低海關人員辯識的困難度、以及稅則分類等。日本主張可透過測試以及標示以與同類產品區隔，然此項方式仍存在各國測試標準互異以及如何調和的問題。除了上述障礙，其他非關稅障礙包括數量限制、TBT、SPS、補貼、認證、自製率、稅賦減免等。
日本講者最後對OECD提出3項建議，包括研究環境商品的生產鏈、加強貿易官員與能源官員的對話、加強與開發中國家就能源效率標準(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及標示的對話。
第4位講者中國大陸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事務司劉春勇簡報中國大陸由氣候變遷減量技術（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y, CCMT）之進口國轉為出口國的情形。依貿易統計中國大陸在2001年至2008年間的CCMT進出口量年成長率達42％，為全球CCMT的前五大出口國，分別為太陽能的第三大、風力能的第五大、海洋能的第四大、溶膠熱能的第五大以及水力能的第二大。貿易的增加表示中國大陸在CCMT的創新與專利有良好的表現，這可歸功於政府的支持以及國際合作，包括政府的支持行動第十一次五年計畫（2006-2010）與法規建置、編列預算支持氣候變遷減量行動、成立監督小組、績效評估等；國際合作主要是在UNFCCC架構下進行，根據統計約有三分之一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超過二分之一的投資是在中國大陸。
推廣CCMT的困難之處在於成本太高，包括技術移轉的費用、汰舊換新設備的費用、採用新技術所需的成本以及與關稅/非關稅措施有關的費用等，這也是開發中國家無法負擔CCMT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銀行2007年的分析，消除親氣候商品的關稅及非關稅措施雖可增加貿易（消除關稅可增加7.2％的貿易、消除關稅與非關稅措施可增加貿易13.5％），但貿易自由化非為萬靈丹，必須配合其他的政策始能共同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中國大陸認為未來的全球經濟應朝低碳產業邁進，然而在此同時，不能犧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首要之務為建立特別的國際機構、財務機制以及監督機制，進行強制性的國際合作，進行技術發展與移轉。
三、第3場次（貿易自由化、運輸及氣候變遷）
本場次計有6位主講者，分別是美國普度大學經濟學教授David Hummels、日本郵船公司（NYK Line）「冷卻地球計畫」秘書長Masahiro Samitsu、法國航空－荷蘭皇家航空集團副總裁Pierre Albano、丹麥國家實驗室系統分析部門資深研究員Simon Bolwig、英國威爾斯大學教授Gareth Edwards-Jones、瑞典外交部貿易政策局局長Anders Ahnlid。
第1位講者David Hummels教授，說明在貿易充分自由化（即關稅調降為零以及無補貼措施）之假設前提下（不考慮其他可能造成經濟成長的因素），以經濟模型模擬GHG排放量之變化。依其分析結果，模擬貿易自由化情境所獲致之變化包括：1）全球貿易值將成長6％；2）原本與鄰近國家進行貿易之型態轉變為長距離貿易型態，如此貨品運送方式將由鐵路及貨運運送，改為海運或空運方式；3）國際運輸貨品之GHG排放量將增加9-10％，而空運將佔所有GHG排放量之50-62％。
第2位講者Masahiro Samitsu從技術層面說明日本郵船公司（NYK Line）冷卻地球計畫（Cool Earth Project, CEP）的短、中、長期的努力方針，以降低海運過程的GHG排放量為目標，包括利用黑潮、速度最佳化、利用空氣潤滑效果、太陽能、船體設計等技術。據該公司估計，在商業情境不變的情況下（business as usual），到2050年CEP約可減少海運GHG排放量達50％。
不過S氏亦指出，決定國際海運GHG排放量的因素有二個：運送次數的多寡以及減量效率，前者主要取決於全球貿易的成長，而效率的改善則依賴技術與操作。近幾年，國際海運有愈來愈多的開發中國家加入，且愈來愈國際化，例如輪船在韓國製造、希臘擁有、在馬歇爾群島註冊、船長及船員是菲律賓籍、日本承租、由巴西運送鐵礦到中國大陸製成鐵製品後出口到美國。在這整個過程中，要如何計算GHG的排放量？而這些排放量要分攤到哪個國家？渠建議，國際海運的GHG減量不應由個別國家分擔減量責任，而應由國際海事組織（IMO）建立相關減量規範。
    第3位講者Pierre Albano則是說明航空界在GHG減量的努力，渠亦認為國際空運同樣有無國界的問題，無法認定單一國家的減量責任，所以應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負責規劃減量規範，惟應注意維護航空界公平競爭的環境。
第4位講者Simon Bolwig說明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部份國家或非政府組織正在研究建立個別產品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之可行性。所謂的碳足跡係指產品的生命週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計算個別產品從「搖籃到墳墓(from cradle to grave)」整個過程的GHG排放量，並透過標示等措施提供消費者選擇產品時之參考。例如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出口到法國巴黎的生命週期分析，係指分析奇異果在紐西蘭的種植、採收、包裝、冷藏、運送、在法國再包裝、零售、消費與消費後廢棄物的最終處置的整個過程的GHG排放量，經B氏的分析，這整個過程的GHG排放量是每公斤的奇異果排放1.74公斤的CO2。
對於碳足跡生命週期方法論的未來發展，B氏提出下列看法：
一、目前發展中的方法論，宜有一致的標準，否則易有人為操作的介入以及造成消費者的不信任。
二、碳足跡並不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決定的重要因素，另外還有價格以及品質的考量因素。
三、需要有更多的國際組織以及各國政府的支持。
四、目前仍處於初期發展階段，未對開發中國家或地處偏遠的國家的生產者造成市場進入障礙，惟未來若有更多國家採用碳足跡策略，則將對缺乏資金以及能力的開發中國家的生產者構成威脅。
第5位講者Gareth Edwards-Jones以目前碳足跡LCA分析之問題，說明開發中國家面臨的市場進入障礙，特別是有關食品方面的碳標示措施的發展。農產品是開發中國家的出口大宗，但由於目前農產品碳足跡LCA分析並未標準化，對欠缺相關基礎資訊的開發中國家而言，由於無法提出基本資訊及數據，致部份變數採用設定值，而有失真的疑慮，同時也說明LCA分析仍存在不確定性的問題以及淪為主觀判斷的可能性，致對開發中國家的市場進入構成威脅。另外多數開發中國家位於南方，農產品必須經過長程的運送過程，致在這個過程中的GHG排放量就相對為高。另外，為發展農業而改變土地使用的GHG排放，也會被以設定值計入GHG的排放，這對開發中國家不利。
為解決這個現象，講者建議應鼓勵分析者到開發中國家做實地調查，以詳實反映各個國家的GHG排放量，另外慎重考慮是否有必要將土地使用改變的因素納入計算，以及建立熱帶地區或國家的基本數據。
第6位講者Anders Ahnlid說明瑞典政府鑑於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近來發展的GHG減量標準甚為分歧，且缺乏客觀的科學基礎以及公信力，爰在2008年1月開始推動氣候標準計畫(Climate Standards Project, CSP)，期透過標準的調和，解決前述問題，並避免相關的標準對貿易造成的障礙以及減少出口商面對各類不同標準的負擔。該計畫係由瑞典貿易局、標準協會、發展署與外交部共同執行，主要的內容包括提高對貿易與氣候變遷關聯性的認識、能力建構與支持開發中國家參與國際氣候變遷相關標準的建立、提升開發中國家執行相關氣候變遷標準並從中獲得貿易利益的能力。琠典認為全球性的標準應具公平性（不歧視）、避免淪為貿易保護工具、不造成過度的負擔、貿易扭曲效果最低以及具科學基礎。
四、第4場次（統計量化）
本場次計有4位主講者，分別是OECD科技工業處專員Norihiko Yamano、瑞士聯邦科技學院LCA分析組主任Rainer Zah、世界關務組織獨立專家以及前副局長Izaak Wind、英國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教授Veena Jha。
第1位講者Norihiko Yamano提出內涵能源的問題，其係指在計算GHG排放量時，如果單純以生產以及消費等二個階段計算，有可能因未考慮全球化以及國際貿易所隱藏的內涵能源而失真，致影響決策而無法達到減量的目標。京都議定書賦予（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1國家以1990年的GHG排放量為基礎的減量義務，然由於全球化的關係，附件1國家有可能不計入透過外包、全球分工的零散化生產(fragmented production)、以及以進口替代內國生產之國際貿易等而減少的GHG內國排放量。根據統計，1999年到2005年之間，附件1國家的CO2排放量僅增加1.7％，而非附件1國家則增加74.2％，此趨勢即可說明前述生產轉移的現象。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只有進口產品在內國消費以及內國生產內國消費等2個程序，才應該被計入該國的GHG排放量；針對進口原物料在內國生產中間財或最終消費品後再出口到已開發國家的生產或運輸過程所排放的GHG，應計入已開發國家的GHG排放量。
Y氏針對前述爭論，提出合理計算的方法論，採用各國的投入產出表、產業的CO2排放因素及排放量、進口原物料的比例、該產業的國際貿易型態、個別國家的最終需求量等，計算進、出口內涵的CO2排放量以及產出與進口的經濟變數等。依據Y氏的分析結果，1990年代末20個OECD會員國的GHG消費排放增加，全球GHG排放的三分之二來自非OECD會員國，其中的一半以上是因為OECD會員國的消費；在2000年代初期，G6經濟體是CO2淨進口國，5國非OECD會員國（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印尼以及南非）則是CO2淨出口國。
第2位講者Rainer Zah說明LCA的發展背景、目前的瓶頸以及未來整合的趨勢。LCA已漸為已開發國家作為研擬政策工具的依據，然因缺乏一致的分析方法論與標準以及真實反映環境背景的基本數據，致LCA分析的結果呈現極大的差異。對於LCA未來的發展，渠建議應調和目前各派理論的LCA研究、建立區域的背景資料、加強開發中國家的能力建構以及推廣LCA的運用。
第3位講者Izaak Wind簡述能源產品所面臨的稅則分類問題，以風力發電系列產品而言，並未歸類在同一稅則號列，而是散見在各章中，例如交流發電機在8501.61、軸承在8482.10到8482.80、支架在7308.90、風刀則在8412.90。由於未歸類在單一稅則，加以相關產品多數具有雙重用途特性，因此在貿易與生產的統計方面即較難由貨物的進出口資料取得正確的統計。
第4位講者Veena Jha說明經濟危機雖然可能造成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但也是創造綠經濟的機會。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是否可擁有和已開發國家同樣的公平競爭機會，恐怕值得商榷。依渠之分析，目前相關再生能源技術貿易僅掌握在少數國家手中（大多數是歐洲國家），有關貿易自由化談判必須注意是否為該等國家主導，此外，也要注意稅則分類的限制，相關談判可能會納入許多具雙重用途的產品。另外，已開發國家的補貼措施雖然在過去有助於能源產業的發展以及環境的改善，但為了維護公平競爭環境，除了要求開發中國家降低能源產品的關稅外，也應要求已開發國家減少補貼。
五、第5場次（碳洩漏與競爭）
本場次計有3位主講者，分別是日本東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Jusen Asuka、OECD經濟處結構監視組經濟分析家Stephanie Jamet、國際態源署能源效率與環境組副組長Richard Baron。
第1位講者Jusen Asuk由日本推動排放交易機制的經驗說明競爭與碳洩漏的問題，然其並未提出是否真的存在碳洩漏問題，僅說明有待進一步分析。
第2位講者Stephanie Jamet先說明造成碳洩漏的原因有二，其一為生產的轉移，在執行GHG減量措施（如排放交易機制）國家的能源密集產業為了維持競爭力，將生產線轉到未實施GHG減量措施的國家，致排放量轉移到其他國家；其二為在實施GHG減量措施的國家，能源需求會減少，導致全球石油價格因需求減少而下降，進而造成未實施GHG減量國家使用更多的能源，而增加更多的GHG排放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依J氏之分析，最佳的方法是納入更多的國家參與排放交易機制，或者採行依產業別量身訂做的交易機制以及搭配清潔發展機制以維護公平競爭環境。
第3位講者Richard Baron說明其亦試圖分析歐盟採行之排放交易機制對貿易與投資的影響，然最後獲致的結論是無法由統計資料觀察到二者間的關係，且由於觀察時間太短（2005-2007），也無法找到影響投資決策改變的因素是否與排放交易機制有關。
六、第6場次（能源補貼、貿易與氣候變遷）
本場次計有國際永續發展協會（IISD）資深經濟學家Peter Wooders、OECD環境資深專員Jean-Marc Burniaux、以及奈及利亞伊巴登大學經濟學教授Adeola Adenikinju等3位講者。
第1位講者Peter Wooders說明IISD執行全球補貼計畫的情形，該計畫係為了觀察補貼方案對環境品質、經濟發展與政府治理造成的負面影響。渠指出全球有很多組織在研究補貼，例如國際能源總署（IEA）即曾分析得到全球化石燃料的補貼為每年三千億美元，以及消除該等補貼可減少全球CO2排放量5％的結果。不過，渠認為各類分析都有缺點，包括分析範圍僅涵蓋對消費者的補貼，缺少對生產者的補貼，以及分析方法論不一致，欠缺公信力等等。強化目前各國際組織的通知與透明化義務，或許是可以得到詳細補貼資訊的好方法。可以確定的是，減少對環境品質以及經濟發展不利的補貼是一致的目標。
第2位講者Jean-Marc Burniaux則是說明取消對消費者的化石燃料的補貼所能獲致的利益。現存有害環境的能源補貼已扭曲了碳價格(carbon price)，因此全球在制定碳價格的第一步是消除此等補貼。依據OECD2007年的分析，非（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1國家的能源價格大多數無法反映實際的能源價格，若取消補貼，則可減少全球GHG排放量達10％，而且可以增加實際所得以及減少減量成本。
第3位講者Adeola Adenikinju介紹奈及利亞致力進行能源補貼改革的情形。奈國是石油輸出國，石油是其經濟發展的重要資源，然石油並未帶給奈國應有的經濟利益，原因大部份在於政府的操控、貪腐以及無效率，導致價格扭曲以及未受其利反受其害的「荷蘭病」。此外，長年的石油補貼措施已在奈國造成最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補貼金額的無限上綱，已拖累奈國的財政，亟待進行改革。然而，管制改革的最大問題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過去奈國政府經常言而無信，且缺乏透明與效率；此外，奈國人民已將享有廉價的石油視為一項權利，因此，改革之路坎坷難行。講者認為，毫無限制的補貼，實際上是讓政府、企業及消費者全部成為輸家，雖然取消補貼會面對受益者的頑強抵抗，但政府仍應有決心落實改革，並且針對真正的受害者提供可靠的補償。
七、與會人員回應重點
（一）設定GHG排放限值之方式並非唯一的減量措施，亦可採取設定碳價格的經濟手段，以刺激技術的創新。此外，排放交易機制的缺點是銀行財團的介入以及對於新進者（即過去無排放紀錄者）會造成不公平。
（二）有關環境商品的自由化談判，應考慮所有國家的需求，縮短開發中國家及已開發國家的差距，避免自由化的利益獨厚少數國家，另外，雙重用途以及稅則分類的問題亦應納入考量。另智慧財產權保護以及取消對環境不利的補貼措施也是支持GHG減量的重要貿易政策，應予重視。
（三）大氣是無國界的資源，因此，溫室氣體減量應透過全球性 的機構進行整合研究，而非依靠單一國家。
（四）生命週期分析的運用以及碳足跡計算宜建立一致的標準，否則易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此外，宜納入更多的參與者，才不致有碳洩漏的問題。
參、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會議之討論重點在於「貿易與氣候變遷」，在議程的設計上偏重GHG排放量減量技術以及碳足跡、生命週期分析等的討論，對於貿易對氣候變遷的貢獻以及兩者間的關聯性，反而著墨不多，亦未深入探討因應氣候變遷所發展的政策工具，對貿易自由化的不利影響，實為本次會議的缺失。
二、個人認為本次會議最主要的目的，是OECD會員國有意在本年年底即將召開的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前，邀集部份GHG排放量增加的重要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印尼、泰國等，共同探討目前發展的GHG排放減量技術以及政策工具，藉以蒐集該等國家的反映，作為OECD會員國參與第15次締約國大會的參考。
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最重要的議程是探討後京都時代的因應方式。與其他環保公約如華盛頓公約不同者，京都議定書並沒有納入以落實執行為目的的貿易措施，或要求會員國應採行實踐氣候變遷承諾的政策。由於已開發國家採行因應措施之力道各有不同，導致競爭性與公平性的爭議，進而衍生京都議定書是否應納入貿易制裁措施或貿易措施，以維護吸納GHG減量成本產業的利益。這也是後京都時代引人注目的原因，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京都議定書以及WTO規範之潛在衝突。
四、溫室氣體減量將是未來的全球重要議題，我國宜儘早發展綠經濟，透過合作，進行能力建構及發展綠能產業，以掌握商機。另外，產官學各界應通力合作，共同建立LCA所需要的我國環境與產業背景資料的基礎數據以及國家標準，以因應國際LCA趨勢。
五、在研擬經濟誘因工具時，宜考量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公平性，兼顧公平競爭環境的維護，避免造成碳洩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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